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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美术可以设计，演员却不能完全控制，演员的一刹那情感就使美术失去统一精神，
“活着的伶人是美术的最大障碍”。

因此戈登克雷主张“假面”，演员只能是“傀儡”，不用剧本，不要台词，演员只要按
照戏园经理的意图动作，只要“姿势”足够。

当戈登克雷的“美术剧场”走到“傀儡剧场”，他的剧场统一失败了。
来因赫特实践了戈登克雷的理论，创造了闻名世界的新剧场。
新剧场是来因赫特的“艺术的全体”。
戈登克雷的统一舞台，在这个“艺术的全体”中得到实现。戏剧的各种因素在这里溶化

为一个有机体，恍如“天衣无缝”，非常和谐；舞台上不再分裂成各个人的带来，而是“将
各个人的精神合成一个火焰”，照亮舞台世界，借着科学技术把这个世界的全部完完全全表
现出来。

戈登克雷的统一剧场，在这个“艺术的全体”中得到实现。对于导演“他把自己关在里
面，好像夜里碰见火光的灯蛾，把其余的世界置于暗地”；对于布景，要合于导演的构思，“像
是一面镜子照出来的的，从一个意思出来的，一个印版的出品”；对于灯光，要使观众和演
员感受到世界上没有一处有这里清楚，白天与黑夜的两个世界有这里强烈；对于观众和演员，
只能看见舞台上的世界，而看不见其它的世界。

新剧场，艺术的全体，世界的全部。
说到宋春舫的“戏剧整体观”，它就是“剧场新运动”的结果——来因赫特的“艺术的全体”。
它并不是“剧院改革、舞台艺术、戏剧创作”三方面 [18], 而是技术革命、舞台统一、

剧场统一三方面。
首先是技术革命，舞台装饰、编导演等各种技术都要革命；革命的目的是实现舞台统一，

由导演统一起来；最后实现舞台与观众的统一，台上台下合成一个世界。
《宋春舫论剧》第一集，第一篇《剧场新运动》，第二篇《戈登克雷的‘傀儡剧场’》，

第三篇《来因赫特》，系统介绍了这场戏剧运动，系统介绍了它的代表人物、理论和实践。
第四篇《“爱美的戏剧”和 “平民剧社”》对“剧场新运动”进行了总结：

它是“戏曲史上最近的趋势”；
它是“近年欧洲戏曲史上最有影响的常说”；
这的代表人物是戈登克雷、来因赫特；
它是“艺术的运动”。
宋春舫介绍这个运动，强调灯光、布景，强调舞台演出的完整性，强调舞台和观众统一

是戏剧目的的实现。
对于来因赫特，剧场是世界观。
对于戏剧，剧场就是世界。

注释：
[1] 闻一多《戏剧的歧途》，《国剧运动》第 55 页。
[2] 梁实秋《戏剧艺术辩证》，《国剧运动》第 21——42 页。
[3] 熊佛西《论剧》，《国剧运动》第 43——54 页。
[4] 余上沅《论戏剧的批评》，《国剧运动》，第 61——75 页。
[5] 宋春舫《“爱美的戏剧”与“平民剧社”》，《宋春舫论剧》第一集，第 47 页。
[6] 同 [1]。
[7] 向培良《中国戏剧概评》第 104 页。
[8][9] 宋春舫《话剧的将来》，《宋春舫论剧》，第三集，第 221、223 页。
[10] 宋春舫《改良中国戏剧》，《宋春舫论剧》，第三集，第 278、279 页。
[11] 宋春舫《戏剧改良平议》，《宋春舫论剧》，第一集，第 263 页。
[12] 引文见向培良《中国戏剧概评》。
[13] 陈西滢《新剧与大众》，《国剧运动》第 118——123 页。
[14] 宋春舫《凯撒大帝登台》，《宋春舫论剧》第三集，第 1——14 页。
[15] 向培良《中国戏剧概评》，第 100 页。
[16] 宋春舫《剧场新运动》，《宋春舫论剧》第一集，第 7 页。
[17] 宋春舫《戈登克雷的“傀儡剧场”》，同上，第 16 页。
[18] 胡星亮《宋春舫——中国现代戏剧理论的先驱者》，《中国话剧艺术家传》第 6 辑，第 1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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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北京京剧的班社制度承于徽班。为避免因人员流动对戏班营业演出造成的损失，徽班对

于伶人搭班都有较为严格的限制，即规定伶人只能长期隶属一班。 “往者四大徽班，皆有
一下处之设（亦曰总寓）。凡无家口而隶于此班者，皆住宿其中，即不演戏之时，衣食亦告
无缺。遇有疾病死亡，其一切费用，悉归班中开支，法至善也。故其时一人之终身隶于一班
者，所在皆是。”[1] 直到同光以来，戏班人员流动才变得相对灵活，然定例亦只许搭入一班。
且伶人一旦与戏班商定妥当，即不再允许随意串班跳槽及索取包银。“各脚或仍搭旧班，或
另转新班，或包银照旧，或须增工价，一切接洽商酌……经此一番规定，大家皆须履行，一
年不得擅改，倘不履行时虽无文字契约，诉至精忠庙首，或内务府堂郎中前，亦必不能得直
也。”[2] 齐如山并于其所著《京剧之变迁》中，曾记名净钱宝丰由四喜改搭三庆，为此两
班争讼许久。后四喜打输官司，钱伶才归三庆。①可见当时演员中途换班、串班是犯梨园大
忌的。

“班主组班制” 受当时管理制度影响，与北京当时戏院、戏班的关系互为表里。清末
管理北京梨园的官方机构为内务府管理精忠庙事务衙门，衙门设坐办堂郎中主事。精忠庙则
为半官方性质的梨园行会，其领袖称精忠庙首，由伶界中艺德兼善者承之。管理精忠庙事务
衙门于北京梨园界的管理至严，一旦衙门下达政策条令，则必按律而行。同时，又予以精忠
庙首相应权限，协同衙门管理，但有违禁则必严惩不贷。这从同治二年间一份内务府交精忠
庙谕帖中即可窥见：“查应行禁止各腔，仍应遵照道光年二示谕，严行禁止；并开园馆之人，
不准自行立班，旗人不准入班登台唱戏，等因在案。所有在京各戏班，现系何人，愿为何班
领事头目，着会首程椿等，带领该头目谒见堂帮班处，方准为某班掌班。至优人等，愿在某
班唱戏，或由某班归入别班者，该会首等，亦应注册呈报堂帮班处，以备查核。如有新立班
名，着会首程椿等，随时呈报，不得私行立班演唱，该优人等亦不得随意入班，致多紊乱。
倘有此等情事，以及该会首程椿等扶同徇隐，定行回堂，分别惩办。” [3] 其中“开园馆之人，
不准自行立班”一条，于北京戏班运作方式有极大之影响。它使得京城梨园中戏园和戏班各
自独立，园、班之间只以租赁关系来维系。由此，就形成北京戏班在各戏园“轮转”演出的
情形，这种运作模式即是“园班分离制”。

“班主组班制”以戏班内部分配形式的高度平均为基础，即无论戏码、演员派戏抑或包
银分配等问题，各脚均平等对待、一视同仁。在日常营业演出中，班中脚色虽有主演、配演
之分，但演员却无主、次之别。无论主演、龙套，每一角色在戏中都同等重要、不可或缺。
如同治间三庆班所排之《三国演义》，上至关羽、鲁肃、诸葛亮等主演，下及蔡瑁、张允等
三四路脚色，均为当时班中各行之最佳者，甚至曹八将都有专人扮演，其脚色之齐整、演
出水准之高可谓独步一时。包银的分配亦差别无大，即使班主或名角也并不比一般伶人优
厚。“考清季咸同年间，程长庚、徐小香、何桂山久隶三庆，为梨园三绝。艺术之精，均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其包银，程每年不过六百六吊。徐、何不过四百四吊。六百六吊者，
每年包银六百千，每日车钱六吊，合之才六百二十一千六。以今日洋价一千三百计之，得
四百七十八元有零。徐何不过得三百十八元有零。”[4]

这种班社制度之所以处处体现出平均原则，其目的即在于更好地照顾到班中每一伶人的
利益，从而确保整个戏班的稳定发展。从道光二十年前后直至光绪初年，在严格的官方管理
和戏班规矩维护下，班主制得以顺利施行。“这一整套制度，与传统的农业文化背景相适应，

清末民初京沪两地京剧班社制度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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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时情况下兼顾各方利益而达到最佳平衡状态的戏班运作模式。”[5] 但其中也并非总是
风平浪静，伶人个体的利益诉求与制度本身偶有矛盾产生。如张二奎掌双奎班时，班中武生
任七因要求涨戏份被张回绝，第二天适任演《恶虎村》一剧，遂告假辍演以相要挟。不得已，
张二奎只得临时“钻锅”②才得化险为夷。③尽管如此，但限于官方及行会的严格规范，类
似这种破坏规矩的做法并未对制度本身产生太大影响。只是，此种伶人追求私人利益更大化
的举动和愿望，已经在无形中为班主制的瓦解埋下伏笔。

二
1867年（同治六年），英籍华人罗逸卿开办满庭芳茶园，并首邀天津京班赴沪演出。自此，

京剧与上海结缘。因社会环境以及文化土壤不同，上海京剧的发展注定与北京的情形迥异。
就班社制度而言，上海京剧的运作方式是戏园老板直接聘用演员、文武场以及前后台管理人
员。演员直接与戏园产生雇佣关系，而戏园老板同时也就成为演员的雇主。上海戏园的这种
经营模式即所谓“园班合一制”。与北京“园班分离制” 中戏园经营权和戏班对戏园使用
权的分立情形相比，上海的“园班合一制”直接把二者统一于戏园一身。这实际上就使得上
海伶人比北京伶人更具独立和自由 ,演员不再受制于长期固定搭入某班的规定而成为灵活的
雇佣工。之后，北京戏班中伶人串班情况的盛行，其原因无疑可在上海戏院的组织模式中找
到源头。

由于伶人个体成为相对独立的被雇佣者，因而，上海戏园并未形成以整体协作为号召的
演戏理念。相应的，伶人地位关系亦不再平等。演员薪酬的多寡完全取决其技艺高低以及叫
座能力大小，名角之待遇亦远超一般角色。早期南下京伶中，杨月楼即以文武双全之艺，在
上海伶界风光一时。“金桂仅以杨月楼一人轰动时目，遂使车盖盈门，簪裾满座，几欲驾丹
桂而上之。”[6] 彼时，金桂予杨每年包银八百两。后丹桂又以一千两百金将杨挖去，如此
价码已是同期北京名伶包银的两、三倍。而同在上海的孙菊仙，亦以清客串之名大抬身价。
时有袁祖志（清随园主人袁枚之孙）所作竹枝词云：“客串今惟孙菊仙，京都风气不谈钱，
而今一样论声价，辜负虚名万口传。”[7] 所谓“京都风气不谈钱，而今一样论声价”，其
中所体现之京、沪戏班分配制度差异一目了然。

由于丰厚的包银待遇，上海戏园自然成为各地伶人争相鬻艺之所。而其中，北京名伶无
疑是上海京剧最重要之组成部分。自京剧驻沪以来，京城名角就与上海京剧戏园紧密相联。
不仅早期南下演出的京伶成为上海京剧的奠基者，沪上戏园邀请北京名角赴申演出的运作模
式亦成为上海京剧的一大传统。而这种邀角模式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乃至成为一种传统，其
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即是邀请者和受邀者都能从此种模式中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从而达到
双赢效果。如谭鑫培于 1915 年最后一次赴沪，以每日四百五十元之天价演于新舞台。而仅
十日的演出，戏园票房收入竟达两万四千余元，可见获利之丰。

尽管上海戏业发展如此繁盛，但沪市却没有类似北京管理精忠庙事务衙门之类的官方梨
园机构。因此，其松散的管理机制与繁荣的演出市场严重脱节。戏园间激烈的竞争以及伶人
因包银而串班跳槽等问题引发的纠纷屡见不鲜。其中最著名者即为名列“后三鼎甲”之一的
汪桂芬擅毁演出合同一案。汪桂芬早先应丹桂刘维忠之邀来沪演唱，并签下合同、收取订银。
讵料汪毁约不至而转投留春戏园，不仅未到丹桂演唱一天，一千五百两订金亦有去无还。刘
维忠遂控于英会审公廨。一番审讯后，太守判汪归还订银，并再罚五百两才予以结案。而实
际上，为杜绝此类事件发生，上海梨园界也曾制定章程加以规范。“老丹桂、咏霓、天仙、
鸿桂等戏园曾议章程，凡伶人在某园已受包银，立有合同，或半年或一年者，须俟期满再定
去留，如未满期自去，或为别园挖去，须罚洋千元，以五百元充赈，五百元归梨园公所。”[8]

尽管如此，条令的制定仍无济于事，擅自转投他园、私毁合同者依旧层出不穷。
上海戏园的“园班合一制”以及在此种制度上所形成的邀角模式，实质上已属于近代资

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其纯粹商业化的目的倾向不言而喻。因而，对比相对保守和传
统的班主组班制度，上海戏园模式无疑对还处于此种制度束缚下的北京名伶有着巨大吸引
力。沪上伶人串班之风、优厚之待遇，都在潜移默化地对南下的北京名角产生影响。因而，
当京伶北返，上海戏园风气也就被随之带回京城，其对北京班社制度的冲击自亦难免。此外，
京班内部本身也早已暗含冲破班主制的苗头，上海戏园模式的介入无疑成为破坏京班制度的
助火东风。

三
1879年（光绪五年），一代名伶程长庚逝世。程殁后，自沪返京的杨月楼继程长庚之衣钵，

不仅接管三庆班，同时还兼掌精忠庙之大旗。两代人之间新旧的交替，似乎也意味着京剧发
展新时代的到来。而此时，清廷国运的衰微亦使得整个政府部门对于梨园界的监管逐渐失效。
1882年（光绪八年），正值慈安太后国丧，而“十六日，忽正阳门外之精忠庙开演说白清唱，
听者肩摩毂击，日未卓午，已高朋满座矣”。[9] 守府巡查至此告诫禁演，但伶人俞菊生仍
不以为然，并在守府走后照旧开台演戏。“十九日开演者忽有五六处，衣冠济楚，锣鼓喧阗，
精忠庙亦复如是。禁于前而驰于后，是诚莫明其故也”。[10] 可见，此时的政府禁令于戏班
之约束力已大不如前。

在此背景下，上海戏园的风气开始逐步渗入北京戏班。面对新势力的冲击，指望伶人自
身抵住对个体利益的追求而自觉遵守班规制度，显然并不切合实际。很快，原来程长庚所竭
力维护的班主组班制度就遭到破坏。而首当其冲者并非别人，正是新任庙首杨月楼。尽管杨
继程接任梨园领袖，但对程所尽心维护的班社制度却并未一以贯之。“杨月楼由上海回京，
搭入三庆班，非常之红，极能叫座，他自己以为拿包银不合算，所以与班主商妥，改为分成，
就是每日卖多少钱，他要几成，从此以后，北京包银班的成规，算是给破坏了。”[11] 京班
分配制度的转变，是班主组班制遭到瓦解的重要体现。它意味着原来北京戏班中演员间平等
的地位关系被打破，名角个体开始脱离班社制约而超越于一般脚色之上。1882 年孙菊仙由
沪回都入嵩祝成班在打磨厂演唱，“该园观剧之人一时骤聚，车马盈户外，孙亦自鸣得意。”[12]

而此班领班庞某见势，“遂重孙而轻视诸脚色，思欲裁剪数人。内有著名武旦一阵风者，心
颇不平，于七月十八日午后到园寻衅……次日该园乃闭门未演云”。[13] 因一人声价顿高而
裁退班中数人，此举显然与程长庚时代尽力维护集体利益、各脚平等的规矩判若两然。而这
也进一步表明，以往以全班之力为号召的时代逐渐远去，名角个体的影响力开始发挥作用。
与此相应，管理精忠庙事务衙门所严格规定的伶人只准搭一班的规矩，亦被打破。上记钱宝
峰由春台改搭三庆而致两班成讼一事，时在 1879 年（光绪五年）。而没过几年，这一规矩
便不复存在。周明泰《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录有三庆班于 1883 年（光绪九年）5月初 6
日和 8 月 16 日两日营业演出戏单，内中所录伶人就已不尽是三庆本班之人。如金秀山、刘
赶三时在嵩祝；李顺亭、李宝琴则皆隶四喜。

北京班社制度遭到破坏的种种现象，究其原因，与上海戏园的影响关系莫大。而造成这
种结果的另一重要因素，则在一直试图打破班社制度束缚无果的北京名角身上。他们一方面
想要追求更大的现实利益，另一方面又受到严格的班规制度制约。体现在北京名伶身上的这
种矛盾，在程长庚逝后总算有了解决之道。上海风气的涌入恰好予北京伶人以打破旧规的具
体方法。而且，这些方法的引入并未受到多少阻碍就在北京戏班中顺利实行开来。这自然与
京城梨园界新旧交替的“天时”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它与北京名角的利益诉求不谋而合。
因此，具备了主观、客观的条件，班主组班制度的破坏势必难免。

四 
由此可见，北京班社制度的瓦解基本可以1879年（光绪五年）为线。由这一时间节点始，

班主组班制度被破坏的缺口，随着时间推移而愈加深广。庚子后，伶人于戏班规矩更是阳奉
阴违，维护制度的条令几成一纸空文。光绪二十八年，管理精忠庙事务衙门晓谕精忠庙谕帖
载：“乃近有无知之人私立班名，竟不报堂，擅敢私贴戏报，定期演唱，其领班何人，各项
角色漫无可察。且近有新出戏班，批准后于花名册外，陆续招募角色，隐匿不报；或旧有班
名已经歇业，复出演唱，花名与前不符，难保无容隐匪人，滋生事端，实干例禁。”[14] 由此，
颇可见出当时实际。

此时，三庆、四喜等老班已全然报散，经励科④组班邀角的模式开始替代班主组班制，
并成为自光绪中后叶及至民国十年前后北京戏班的主要组织形式。在此种模式下，班主已不
再由德高望重的伶人担任，而由专司管理戏班的经励科担当，原来班主维护戏班生存的人情
道义亦被现实的利益目的所取代。因此，如何邀到好角以保证票房收入，成为此时戏班老板
首要考虑的问题。此中，双庆老板俞振庭可算这一戏班模式中之代表人物。俞氏原从其父学
武生，名几与杨小楼同，后则专以经营戏班为业。因此，其对经营戏班之门道了然于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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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时情况下兼顾各方利益而达到最佳平衡状态的戏班运作模式。”[5] 但其中也并非总是
风平浪静，伶人个体的利益诉求与制度本身偶有矛盾产生。如张二奎掌双奎班时，班中武生
任七因要求涨戏份被张回绝，第二天适任演《恶虎村》一剧，遂告假辍演以相要挟。不得已，
张二奎只得临时“钻锅”②才得化险为夷。③尽管如此，但限于官方及行会的严格规范，类
似这种破坏规矩的做法并未对制度本身产生太大影响。只是，此种伶人追求私人利益更大化
的举动和愿望，已经在无形中为班主制的瓦解埋下伏笔。

二
1867年（同治六年），英籍华人罗逸卿开办满庭芳茶园，并首邀天津京班赴沪演出。自此，

京剧与上海结缘。因社会环境以及文化土壤不同，上海京剧的发展注定与北京的情形迥异。
就班社制度而言，上海京剧的运作方式是戏园老板直接聘用演员、文武场以及前后台管理人
员。演员直接与戏园产生雇佣关系，而戏园老板同时也就成为演员的雇主。上海戏园的这种
经营模式即所谓“园班合一制”。与北京“园班分离制” 中戏园经营权和戏班对戏园使用
权的分立情形相比，上海的“园班合一制”直接把二者统一于戏园一身。这实际上就使得上
海伶人比北京伶人更具独立和自由 ,演员不再受制于长期固定搭入某班的规定而成为灵活的
雇佣工。之后，北京戏班中伶人串班情况的盛行，其原因无疑可在上海戏院的组织模式中找
到源头。

由于伶人个体成为相对独立的被雇佣者，因而，上海戏园并未形成以整体协作为号召的
演戏理念。相应的，伶人地位关系亦不再平等。演员薪酬的多寡完全取决其技艺高低以及叫
座能力大小，名角之待遇亦远超一般角色。早期南下京伶中，杨月楼即以文武双全之艺，在
上海伶界风光一时。“金桂仅以杨月楼一人轰动时目，遂使车盖盈门，簪裾满座，几欲驾丹
桂而上之。”[6] 彼时，金桂予杨每年包银八百两。后丹桂又以一千两百金将杨挖去，如此
价码已是同期北京名伶包银的两、三倍。而同在上海的孙菊仙，亦以清客串之名大抬身价。
时有袁祖志（清随园主人袁枚之孙）所作竹枝词云：“客串今惟孙菊仙，京都风气不谈钱，
而今一样论声价，辜负虚名万口传。”[7] 所谓“京都风气不谈钱，而今一样论声价”，其
中所体现之京、沪戏班分配制度差异一目了然。

由于丰厚的包银待遇，上海戏园自然成为各地伶人争相鬻艺之所。而其中，北京名伶无
疑是上海京剧最重要之组成部分。自京剧驻沪以来，京城名角就与上海京剧戏园紧密相联。
不仅早期南下演出的京伶成为上海京剧的奠基者，沪上戏园邀请北京名角赴申演出的运作模
式亦成为上海京剧的一大传统。而这种邀角模式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乃至成为一种传统，其
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即是邀请者和受邀者都能从此种模式中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从而达到
双赢效果。如谭鑫培于 1915 年最后一次赴沪，以每日四百五十元之天价演于新舞台。而仅
十日的演出，戏园票房收入竟达两万四千余元，可见获利之丰。

尽管上海戏业发展如此繁盛，但沪市却没有类似北京管理精忠庙事务衙门之类的官方梨
园机构。因此，其松散的管理机制与繁荣的演出市场严重脱节。戏园间激烈的竞争以及伶人
因包银而串班跳槽等问题引发的纠纷屡见不鲜。其中最著名者即为名列“后三鼎甲”之一的
汪桂芬擅毁演出合同一案。汪桂芬早先应丹桂刘维忠之邀来沪演唱，并签下合同、收取订银。
讵料汪毁约不至而转投留春戏园，不仅未到丹桂演唱一天，一千五百两订金亦有去无还。刘
维忠遂控于英会审公廨。一番审讯后，太守判汪归还订银，并再罚五百两才予以结案。而实
际上，为杜绝此类事件发生，上海梨园界也曾制定章程加以规范。“老丹桂、咏霓、天仙、
鸿桂等戏园曾议章程，凡伶人在某园已受包银，立有合同，或半年或一年者，须俟期满再定
去留，如未满期自去，或为别园挖去，须罚洋千元，以五百元充赈，五百元归梨园公所。”[8]

尽管如此，条令的制定仍无济于事，擅自转投他园、私毁合同者依旧层出不穷。
上海戏园的“园班合一制”以及在此种制度上所形成的邀角模式，实质上已属于近代资

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其纯粹商业化的目的倾向不言而喻。因而，对比相对保守和传
统的班主组班制度，上海戏园模式无疑对还处于此种制度束缚下的北京名伶有着巨大吸引
力。沪上伶人串班之风、优厚之待遇，都在潜移默化地对南下的北京名角产生影响。因而，
当京伶北返，上海戏园风气也就被随之带回京城，其对北京班社制度的冲击自亦难免。此外，
京班内部本身也早已暗含冲破班主制的苗头，上海戏园模式的介入无疑成为破坏京班制度的
助火东风。

三
1879年（光绪五年），一代名伶程长庚逝世。程殁后，自沪返京的杨月楼继程长庚之衣钵，

不仅接管三庆班，同时还兼掌精忠庙之大旗。两代人之间新旧的交替，似乎也意味着京剧发
展新时代的到来。而此时，清廷国运的衰微亦使得整个政府部门对于梨园界的监管逐渐失效。
1882年（光绪八年），正值慈安太后国丧，而“十六日，忽正阳门外之精忠庙开演说白清唱，
听者肩摩毂击，日未卓午，已高朋满座矣”。[9] 守府巡查至此告诫禁演，但伶人俞菊生仍
不以为然，并在守府走后照旧开台演戏。“十九日开演者忽有五六处，衣冠济楚，锣鼓喧阗，
精忠庙亦复如是。禁于前而驰于后，是诚莫明其故也”。[10] 可见，此时的政府禁令于戏班
之约束力已大不如前。

在此背景下，上海戏园的风气开始逐步渗入北京戏班。面对新势力的冲击，指望伶人自
身抵住对个体利益的追求而自觉遵守班规制度，显然并不切合实际。很快，原来程长庚所竭
力维护的班主组班制度就遭到破坏。而首当其冲者并非别人，正是新任庙首杨月楼。尽管杨
继程接任梨园领袖，但对程所尽心维护的班社制度却并未一以贯之。“杨月楼由上海回京，
搭入三庆班，非常之红，极能叫座，他自己以为拿包银不合算，所以与班主商妥，改为分成，
就是每日卖多少钱，他要几成，从此以后，北京包银班的成规，算是给破坏了。”[11] 京班
分配制度的转变，是班主组班制遭到瓦解的重要体现。它意味着原来北京戏班中演员间平等
的地位关系被打破，名角个体开始脱离班社制约而超越于一般脚色之上。1882 年孙菊仙由
沪回都入嵩祝成班在打磨厂演唱，“该园观剧之人一时骤聚，车马盈户外，孙亦自鸣得意。”[12]

而此班领班庞某见势，“遂重孙而轻视诸脚色，思欲裁剪数人。内有著名武旦一阵风者，心
颇不平，于七月十八日午后到园寻衅……次日该园乃闭门未演云”。[13] 因一人声价顿高而
裁退班中数人，此举显然与程长庚时代尽力维护集体利益、各脚平等的规矩判若两然。而这
也进一步表明，以往以全班之力为号召的时代逐渐远去，名角个体的影响力开始发挥作用。
与此相应，管理精忠庙事务衙门所严格规定的伶人只准搭一班的规矩，亦被打破。上记钱宝
峰由春台改搭三庆而致两班成讼一事，时在 1879 年（光绪五年）。而没过几年，这一规矩
便不复存在。周明泰《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录有三庆班于 1883 年（光绪九年）5月初 6
日和 8 月 16 日两日营业演出戏单，内中所录伶人就已不尽是三庆本班之人。如金秀山、刘
赶三时在嵩祝；李顺亭、李宝琴则皆隶四喜。

北京班社制度遭到破坏的种种现象，究其原因，与上海戏园的影响关系莫大。而造成这
种结果的另一重要因素，则在一直试图打破班社制度束缚无果的北京名角身上。他们一方面
想要追求更大的现实利益，另一方面又受到严格的班规制度制约。体现在北京名伶身上的这
种矛盾，在程长庚逝后总算有了解决之道。上海风气的涌入恰好予北京伶人以打破旧规的具
体方法。而且，这些方法的引入并未受到多少阻碍就在北京戏班中顺利实行开来。这自然与
京城梨园界新旧交替的“天时”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它与北京名角的利益诉求不谋而合。
因此，具备了主观、客观的条件，班主组班制度的破坏势必难免。

四 
由此可见，北京班社制度的瓦解基本可以1879年（光绪五年）为线。由这一时间节点始，

班主组班制度被破坏的缺口，随着时间推移而愈加深广。庚子后，伶人于戏班规矩更是阳奉
阴违，维护制度的条令几成一纸空文。光绪二十八年，管理精忠庙事务衙门晓谕精忠庙谕帖
载：“乃近有无知之人私立班名，竟不报堂，擅敢私贴戏报，定期演唱，其领班何人，各项
角色漫无可察。且近有新出戏班，批准后于花名册外，陆续招募角色，隐匿不报；或旧有班
名已经歇业，复出演唱，花名与前不符，难保无容隐匪人，滋生事端，实干例禁。”[14] 由此，
颇可见出当时实际。

此时，三庆、四喜等老班已全然报散，经励科④组班邀角的模式开始替代班主组班制，
并成为自光绪中后叶及至民国十年前后北京戏班的主要组织形式。在此种模式下，班主已不
再由德高望重的伶人担任，而由专司管理戏班的经励科担当，原来班主维护戏班生存的人情
道义亦被现实的利益目的所取代。因此，如何邀到好角以保证票房收入，成为此时戏班老板
首要考虑的问题。此中，双庆老板俞振庭可算这一戏班模式中之代表人物。俞氏原从其父学
武生，名几与杨小楼同，后则专以经营戏班为业。因此，其对经营戏班之门道了然于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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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角唱戏一事则更是行家里手。如民初时，谭鑫培已不大出山，俞深知邀谭出演之难，因
而事先与谭之跟包周升套近乎，让周搭桥引线。待周升说妥，辄亲自登门，再奉上一翻恭
维和丰厚报酬，老谭自然满口应允。俞氏之所以如此煞费苦心，皆因他班亦要尽其所能罗
致好角。因而不得不做足人情，以免他人捷足先登。

有了串班自由以及戏班老板的优厚酬劳，名角个体地位进一步独立和提升。其结果便
是导致北京戏班人员的组织结构发生变化：一班中所容纳之好角越来越少。程长庚时，班
中各行当好角总有五、六人；到后三鼎甲时期，则有三、四人；民国后，则只一、二人而
已。“谭鑫培至光绪末年，才独挑大梁，组同庆班出演于中和园。班中角色，悉第二流人
物，独赖鑫培一人，撑持局面”。[15] 齐如山对此亦有记录：“到民国以后渐趋重好脚，此
风来源不一，大致可以说是始自谭鑫培，因他人缘较好，叫座的能力大，性情就时露骄傲，
其他好脚便不肯与他同班；虽无他脚而自己亦能对付着叫座，于是便演成了一班没有两个
好老生的习惯。” [16] 这种情况使得名角自然而然地滋生某种特权意识并很快便发展成为
梨园界内一大行业弊病。谭鑫培应堂会戏，“人于延请时，若不得当，则必往求其妻及其
长子，且须别有贿遗，故即赏金亦不止五十两也”。[17] 演戏本伶人天经地义之本分，摆性
子不去且还要再额外给钱，则实属无理。这即是演员间平等地位关系被打破后，等级差异
逐渐扩大并向极致化发展的结果。而等差所产生的另一结果则是名角之间地位的分阶，即
班中头牌、二牌、三牌之分。这种分阶实际上是对演员自身价值的划分。因为，所谓“牌”
的归属就决定了一个名角在班中的地位、待遇，它成为衡量伶人身价最重要之象征。因而，
凡有名之角皆争当头牌，以其为班中之顶梁，名誉最大、待遇最优。而这种地位的争夺攀
比也就必然导致名伶间矛盾的产生，或为戏码或为戏份，凡此种种原来班主组班制所严格
禁止的问题此时都成为家常便饭。

这一时期，拥有绝对叫座能力的头等名角在经励科组班的模式中已有相当之待遇和声
望。相较于班主制时代，此时名角的地位显然与当时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对名角而言，搭
班唱戏终属寄人篱下，且还要时常受到戏班老板盘剥和制约。因而，要稳坐班中头一把交
椅并维护和进一步扩大自身利益，最好的方式无疑是自行成班。且入民国后，新成立之正
乐育化会对于戏界管理已然相当宽松，申报成班已无需繁复手续和限制。如此，一种新的
戏班制度呼之欲出。

五
民国十年，梅兰芳离开崇林社自组承华社，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名角挑班制时代的到来。
此时，名角不再只是戏班中的台柱，他还同时兼有戏班之所有权。对于名伶而言，所

有权的拥有意味着对于戏班的绝对话语权。挑班名角无论在利益分配还是艺术发展等方面，
都不再受制于班主或经励科的约束，班中一切之运行皆以名角个人为重。甚至因社会风气
原因，名角于班社外亦有辅佐之团队，如齐如山、李释戡、冯耿光等之于梅兰芳；罗瘿公、
金仲荪之于程砚秋。总之，名角挑班制度已然成为一种以名角个体为中心的戏班制度的极
致化形态。它与同光时期以程长庚为代表的班主组班制构成了京剧戏班制度发展的两个端
点。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早在 1887 年（光绪十三年），谭鑫培就曾与周春奎合组同春班，
以名角身份经营戏班，但从班社人员组织情况看，谭的地位虽然至重，却并非绝对独一无
二。同班中张胜奎、田桂凤等人均可与老谭匹敌。尤其田桂凤，“尝与谭鑫培演《乌龙院》、
《翠屏山》等剧，当时称为双绝。谭或因故不到，桂凤独演末剧，虽至天晚，坐客无一去者，
其魔力可知”。[18]又如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陈德霖、余玉琴合组之福寿班，亦复如此。
班中除余、陈二位，还有许荫棠、俞振庭、王瑶卿等诸位名角在内。类似此种光绪中后期
所成立的戏班，尽管名角已然掌握戏班所有权，但名角之地位身价并未在同等脚色中形成
明显优势，而挑班之名角本身亦未完全意识到以突出自身价值来招徕观众的办班理念。且
此时名角经营戏班的情况终在少数，未能在业界形成一定规模和影响。因而，窃以为此一
时期的名角挑班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名角挑班。但我们也并不能因此把此种班社形式忽略于
名角挑班制度之外。因为它毕竟是在受到上海戏园影响后逐渐演化的结果，并在实际上已
然具备了名角挑班制的必要因素。只是站在历史的角度，把这一时期与之后民国十年条件
成熟的名角挑班制相比较，其形态并未发展完善而已。因而，可把早期名角挑班情形看做

其成长的发展期。此外，名角挑班制度亦应只限于类似北京戏班的组织类型。上海戏园虽有
名角参与其中，但都只作为戏园的被雇佣者或短期聘用或长期隶属，戏班所有权只在戏园老
板一人。即有孙菊仙、李春来等伶人自营戏园，亦以经营为主，而绝少登台，因而上海戏班
制度不能算作名角挑班之列。

京剧戏班制度的变化对于京剧的发展而言，其影响自不待言。在这种由原来合全班之力
演一戏、共同维护戏班整体利益的制度到最终演变为合全班之力捧一人，以名角个体利益为
中心的制度的过程中，名伶个体无疑成为这种制度的最大受益者。但就京剧整体发展而言，
名角制的出现却并非尽善尽美。在民国中期直至建国前的京剧发展中，名角挑班制所产生的
影响并不尽如人意。首先，演戏质量开始下降。一方面挑班之角开始限制配角发展，只许其
平淡无过，若擅自要彩喧宾夺主，则配角定有丢饭碗之危险；另一方面，观众只看挑班头牌
一人，任凭配角再卖力气亦少有人关注，如此配角自身亦不再认真演戏。其次，主、配间比
例失调。由于大家竞相争当头牌挑班，以致二牌、三牌演员倒成为稀缺资源。尤其到了三十
年代末期，各班常有二、三牌的用工荒出现。第三，行当畸形发展。因为挑班之角多生、旦
行，其他行当之重要性便被忽略。如老旦一行，当时像李多奎这样的名气其戏码亦只在前三
出。“老旦戏既处在此种情况下，不得不走入‘凑合’之途，能拿到十元上下戏份已是不易。
后学者多视老旦为‘没出息行’，因此老旦在戏台上日就没落，只能为人做配角而已。”[19]

凡此种种，不再赘述。
由此可见，对于名角挑班制度的认识不应仅限于类似促进京剧发展等积极方面的影响看

待。从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来看，京剧戏班制度的流变过程恰好处于国运风云变幻时期。
这一时期，随着本土文化传统渐次没落以及多元文化格局的逐渐形成，京剧内部亦与大环境
相呼应，由原来大一统的格局逐步变为分裂格局。而名角挑班制的出现无疑是此种分裂的重
要表征之一。尽管替代了旧制度，名角挑班制作为一种新生制度迅速在北京梨园界流传开来，
但它也成为民国二十年后，京剧走向没落的过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注释：

①按：王芷章《中国京剧编年史》曾就此事加以考证，钱宝丰原隶春台非四喜班。
②京剧行业术语，指演员临时学习自己不会之戏以应演出。
③事见齐如山《京剧之变迁》。
④戏班之总管事，相当于经理人，其工作范围包括派戏、邀角、联系演出等班内外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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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角唱戏一事则更是行家里手。如民初时，谭鑫培已不大出山，俞深知邀谭出演之难，因
而事先与谭之跟包周升套近乎，让周搭桥引线。待周升说妥，辄亲自登门，再奉上一翻恭
维和丰厚报酬，老谭自然满口应允。俞氏之所以如此煞费苦心，皆因他班亦要尽其所能罗
致好角。因而不得不做足人情，以免他人捷足先登。

有了串班自由以及戏班老板的优厚酬劳，名角个体地位进一步独立和提升。其结果便
是导致北京戏班人员的组织结构发生变化：一班中所容纳之好角越来越少。程长庚时，班
中各行当好角总有五、六人；到后三鼎甲时期，则有三、四人；民国后，则只一、二人而
已。“谭鑫培至光绪末年，才独挑大梁，组同庆班出演于中和园。班中角色，悉第二流人
物，独赖鑫培一人，撑持局面”。[15] 齐如山对此亦有记录：“到民国以后渐趋重好脚，此
风来源不一，大致可以说是始自谭鑫培，因他人缘较好，叫座的能力大，性情就时露骄傲，
其他好脚便不肯与他同班；虽无他脚而自己亦能对付着叫座，于是便演成了一班没有两个
好老生的习惯。” [16] 这种情况使得名角自然而然地滋生某种特权意识并很快便发展成为
梨园界内一大行业弊病。谭鑫培应堂会戏，“人于延请时，若不得当，则必往求其妻及其
长子，且须别有贿遗，故即赏金亦不止五十两也”。[17] 演戏本伶人天经地义之本分，摆性
子不去且还要再额外给钱，则实属无理。这即是演员间平等地位关系被打破后，等级差异
逐渐扩大并向极致化发展的结果。而等差所产生的另一结果则是名角之间地位的分阶，即
班中头牌、二牌、三牌之分。这种分阶实际上是对演员自身价值的划分。因为，所谓“牌”
的归属就决定了一个名角在班中的地位、待遇，它成为衡量伶人身价最重要之象征。因而，
凡有名之角皆争当头牌，以其为班中之顶梁，名誉最大、待遇最优。而这种地位的争夺攀
比也就必然导致名伶间矛盾的产生，或为戏码或为戏份，凡此种种原来班主组班制所严格
禁止的问题此时都成为家常便饭。

这一时期，拥有绝对叫座能力的头等名角在经励科组班的模式中已有相当之待遇和声
望。相较于班主制时代，此时名角的地位显然与当时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对名角而言，搭
班唱戏终属寄人篱下，且还要时常受到戏班老板盘剥和制约。因而，要稳坐班中头一把交
椅并维护和进一步扩大自身利益，最好的方式无疑是自行成班。且入民国后，新成立之正
乐育化会对于戏界管理已然相当宽松，申报成班已无需繁复手续和限制。如此，一种新的
戏班制度呼之欲出。

五
民国十年，梅兰芳离开崇林社自组承华社，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名角挑班制时代的到来。
此时，名角不再只是戏班中的台柱，他还同时兼有戏班之所有权。对于名伶而言，所

有权的拥有意味着对于戏班的绝对话语权。挑班名角无论在利益分配还是艺术发展等方面，
都不再受制于班主或经励科的约束，班中一切之运行皆以名角个人为重。甚至因社会风气
原因，名角于班社外亦有辅佐之团队，如齐如山、李释戡、冯耿光等之于梅兰芳；罗瘿公、
金仲荪之于程砚秋。总之，名角挑班制度已然成为一种以名角个体为中心的戏班制度的极
致化形态。它与同光时期以程长庚为代表的班主组班制构成了京剧戏班制度发展的两个端
点。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早在 1887 年（光绪十三年），谭鑫培就曾与周春奎合组同春班，
以名角身份经营戏班，但从班社人员组织情况看，谭的地位虽然至重，却并非绝对独一无
二。同班中张胜奎、田桂凤等人均可与老谭匹敌。尤其田桂凤，“尝与谭鑫培演《乌龙院》、
《翠屏山》等剧，当时称为双绝。谭或因故不到，桂凤独演末剧，虽至天晚，坐客无一去者，
其魔力可知”。[18]又如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陈德霖、余玉琴合组之福寿班，亦复如此。
班中除余、陈二位，还有许荫棠、俞振庭、王瑶卿等诸位名角在内。类似此种光绪中后期
所成立的戏班，尽管名角已然掌握戏班所有权，但名角之地位身价并未在同等脚色中形成
明显优势，而挑班之名角本身亦未完全意识到以突出自身价值来招徕观众的办班理念。且
此时名角经营戏班的情况终在少数，未能在业界形成一定规模和影响。因而，窃以为此一
时期的名角挑班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名角挑班。但我们也并不能因此把此种班社形式忽略于
名角挑班制度之外。因为它毕竟是在受到上海戏园影响后逐渐演化的结果，并在实际上已
然具备了名角挑班制的必要因素。只是站在历史的角度，把这一时期与之后民国十年条件
成熟的名角挑班制相比较，其形态并未发展完善而已。因而，可把早期名角挑班情形看做

其成长的发展期。此外，名角挑班制度亦应只限于类似北京戏班的组织类型。上海戏园虽有
名角参与其中，但都只作为戏园的被雇佣者或短期聘用或长期隶属，戏班所有权只在戏园老
板一人。即有孙菊仙、李春来等伶人自营戏园，亦以经营为主，而绝少登台，因而上海戏班
制度不能算作名角挑班之列。

京剧戏班制度的变化对于京剧的发展而言，其影响自不待言。在这种由原来合全班之力
演一戏、共同维护戏班整体利益的制度到最终演变为合全班之力捧一人，以名角个体利益为
中心的制度的过程中，名伶个体无疑成为这种制度的最大受益者。但就京剧整体发展而言，
名角制的出现却并非尽善尽美。在民国中期直至建国前的京剧发展中，名角挑班制所产生的
影响并不尽如人意。首先，演戏质量开始下降。一方面挑班之角开始限制配角发展，只许其
平淡无过，若擅自要彩喧宾夺主，则配角定有丢饭碗之危险；另一方面，观众只看挑班头牌
一人，任凭配角再卖力气亦少有人关注，如此配角自身亦不再认真演戏。其次，主、配间比
例失调。由于大家竞相争当头牌挑班，以致二牌、三牌演员倒成为稀缺资源。尤其到了三十
年代末期，各班常有二、三牌的用工荒出现。第三，行当畸形发展。因为挑班之角多生、旦
行，其他行当之重要性便被忽略。如老旦一行，当时像李多奎这样的名气其戏码亦只在前三
出。“老旦戏既处在此种情况下，不得不走入‘凑合’之途，能拿到十元上下戏份已是不易。
后学者多视老旦为‘没出息行’，因此老旦在戏台上日就没落，只能为人做配角而已。”[19]

凡此种种，不再赘述。
由此可见，对于名角挑班制度的认识不应仅限于类似促进京剧发展等积极方面的影响看

待。从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来看，京剧戏班制度的流变过程恰好处于国运风云变幻时期。
这一时期，随着本土文化传统渐次没落以及多元文化格局的逐渐形成，京剧内部亦与大环境
相呼应，由原来大一统的格局逐步变为分裂格局。而名角挑班制的出现无疑是此种分裂的重
要表征之一。尽管替代了旧制度，名角挑班制作为一种新生制度迅速在北京梨园界流传开来，
但它也成为民国二十年后，京剧走向没落的过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注释：

①按：王芷章《中国京剧编年史》曾就此事加以考证，钱宝丰原隶春台非四喜班。
②京剧行业术语，指演员临时学习自己不会之戏以应演出。
③事见齐如山《京剧之变迁》。
④戏班之总管事，相当于经理人，其工作范围包括派戏、邀角、联系演出等班内外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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